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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林紓《畏廬論文‧流別論》對《文心雕龍》文體論的承與變--從〈辨騷〉

到〈史傳〉  

施又文  

摘要 

〈流別論〉一名蓋取乎摯虞之批評論專書《文章流別論》，探討

古代散文的體式，從釋名、考源流、選文定篇、歸納原理與創作規則，

莫不推源於《文心雕龍》，其文體名稱也全來自《文心雕龍》。 

然而，林紓尤其關注唐宋以後各文體發展簡史，從縱向比較唐、

宋、元、明、清之文體發展軌跡，尤其側重在唐、宋八大家，特別是

韓愈的作品引用最多，認為他是上承《左傳》、《史記》、《孟子》、《莊

子》、《離騷》，下開宋八大家、明朝歸有光與清朝桐城古文的關鍵性

人物。 

林紓以為，創作的內在條件是作者要有真情，才能感動讀者。〈流

別論〉不憚其煩，一再引用名家名作，説明情感的真實，乃是千古不

易的原理原則。 

關鍵詞：畏廬論文、流別論、文心雕龍、文體論、影響、流變 

一、前言 

吳承學說：「以辨體為先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的傳統和首要

原則。」 1林紓《畏廬論文‧流別論》探討古文即立基於《文心雕龍》文體論

的基礎上，辨體、釋名、探源考流、品評名家名作、歸納文體創作要領。由

於林紓私淑桐城派古文，與桐城派文家切磋討論，其文體論在一定程度受到

了姚鼐《古文辭類纂》的影響，從而「在某種意義上超越了之前及同時代的

文體研究。」 2 

限於篇幅，本文僅梳理《畏廬論文‧流別論》之辨騷、詮賦、頌贊、銘

箴、誄碑、哀悼、史傳等七篇，庶幾明白《畏廬論文‧流別論》對《文心雕

龍》文體論的承與變，至於〈論說〉以下諸篇，則俟諸將來。 

二、林紓傳略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1 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13-14。 
2 張勝璋，〈論林紓的文體觀〉，《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4 卷第 2 期(2008

年 4 月)，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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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紓生於咸豐 2 年、卒於民國 13 年(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號

畏廬，別署冷紅生，晚稱蠡叟、踐卓翁、六橋補柳翁、春覺齋主人。室名春

覺齋(北京的畫室)、煙雲樓等，學生私諡貞文。福建閩縣(今福州)人，是近代

著名的古文家、翻譯家。 

林紓於光緒 8 年(1882)中舉人，光緒 27 年，初遇桐城古文名家吳汝綸於

京師，彼此討論文章，其古文即為吳氏所推重，後來又與桐城文家馬其昶、

姚永概互相切磋，酬贈往來。光緒 32 年(1906)任教於京師大學堂，以弘揚古

文為職志，並用古文翻譯大量西方小說，開拓了文言文應用的領域，對於當

時的影響很大。清末民初，桐城古文遭受多方衝擊而逐漸式微之際，林紓以

創作、翻譯、評論、選輯等多種形式力延古文一線之傳，胡適在 1922 年寫的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對林紓有很高的評價，稱他是「介紹西洋近世

文學的第一人」，「替古文開闢了一個新殖民地」。他甚至說：「古文的應用，

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種大的成績。」 3 

林紓年輕時，外祖母教育他要「畏天循分」，時時檢點言行，處處約束自

己。故光緒 19 年(1893)，林紓建新居，思祖輩遺訓，名之「畏廬」，並作《畏

廬記》。他以為：「……無畏之非難，深知所畏而幾於無畏，斯難矣。……不

幸者，重名在前，美利在後，鄉黨譽之，朋友信之，終其身無聞過之日矣。……

余行年四十，檢身制行，不足自立。出現鄉黨朋友之間，間有譽而信者，吾

亦甚畏其淪而為偽也。因築室於龍潭浩然堂之側，顏曰：畏廬。並記以存之，

庶幾能終身畏，或終身不為偽矣。」(《畏廬文集》)他如此自期，而行事為人

也是如此，比如他為亡友王灼三撫孤，至於長大成人；又十一謁光緒帝的陵

墓，拳拳忠悃。 

林紓在時，弟子朱羲冑親炙門下，集林氏講稿撰成《文微》。林氏病中，

朱羲冑隨侍在側，林氏去世後不僅為佐辦喪禮；5 年後，又編成《林畏廬先生

學行譜記四種》，表彰師說，讀本書可以通曉前輩人的風雅與師弟情誼。民

國 38 年世界書局重新排印，改題《林琴南先生學行譜記四種》4，本傳略即撮

要該書編寫而成。 

三、《畏廬論文》與〈流別論〉簡介  

                                                 
3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收於《胡適文存》，第二集第二卷，見《胡適作品集》

8(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86 年)，頁 80-86。 
4 朱羲胄編，《林琴南學行譜記四種》(臺北巿：世界書局，1961 年)，包含《貞文先生

年譜》、《春覺齋著述記》、《貞文先生學行記》、《林氏弟子表》等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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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宣統 2 年(1910)，林紓在京師大學堂經文科講授古文辭，要求每個學

生 都 做 劄 記 。 這 些 講 稿 和 筆 劄 評 語 後 來 整 理 結 集 出 版 ， 即 《 春 覺 齋 論 文 》

(1916)，後易名為《畏廬論文》。兩年後，這批學堂經文科的學生們畢業時，

林紓特別做序送給他們，一面感慨：「俗士以古文為朽敗，後生爭襲其說」，

當 年 的 青 年 學 子 有 些 已 經 不 以 古 文 為 然 ， 他 因 此 勉 勵 自 己 的 弟 子 要 延 續 古 文

的道統(《畏廬續集‧送大學文科畢業諸學士序》)5。並且對於能古文弟子特別

關愛，曾經為廣東揭陽姚梓芳(1871～1951)「日講韓柳歐曾之所以為道者矣」，

「 余 觀 唐 宋 之 文 盛 矣 ， 而 享 世 大 名 者 唯 韓 、 柳 、 歐 、 曾 ； … … 明 之 歸 、 唐 ，

清之方、姚，窮老盡氣，以四子為歸。」(《畏廬續集‧贈姚君愨序》)6，又為

題悟園文存序。 

林紓生平著譯超過 200 種，文評專著僅有《文微》、《畏廬論文》、《韓

柳文研究法》三種 7。民國 5 年都門印書局鉛印《春覺齋論文》，10 年由商務

印書館印行改稱《畏廬論文》。本文所採用版本乃是民國 67 年文津出版社的

重印本，內容收錄《畏廬論文》、《文集》、《續集》，簡稱《畏廬論文等

三種》。 

劉師培〈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一文說：｢摯虞之所作，一曰《文章

流別》，流別者，以文體為綱者也。」 8申言之，《文章流別論》乃連繫所選

之文暢論文體，又從歷史變遷解析文體原初狀態與後來的演變，所以稱之為｢

文章流別」，而林紓的〈流別論〉一章，即在辨析文章體式、標舉名家名篇、

確立寫作綱領、增廣六朝以後文體的發展，顧名思義，名之曰｢流別論」，蓋

取乎摯虞之批評論專書《文章流別論》。 

後來林紓出版《古文辭類纂選本》，精擇《古文辭類纂》當中 187 篇，

分屬 11 類文體，每類前有小序專論文體，每類選文加以解說訓釋，進行創作

技巧與品評鑑賞的闡釋，其中的評點，多運用早其 2 年出版的《畏廬論文》

的理論。因此，讀者若欲全盤了解林紓文章學理論，應當參較通覽《畏廬論

文》與《古文辭類纂選本》。 

                                                 
5 林紓著，《畏廬續集》，收入朱義胄述編，《畏廬文集,畏廬續集,畏廬三集,畏廬詩存,春

覺齋著述記,貞文先生學行記,林氏弟子表》《民國叢書》(上海巿：上海書店，1992
年)，第 4 編，94 冊，頁 20。 

6 同前註，頁 23-24。 
7 《春覺齋論文》、《韓柳文研究法》、《文微》分別收入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

海市：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7 冊，頁 6325-6435、頁 6439-6521、6525-6558。 
8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上海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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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廬論文》目次九章如下：述旨、流別論、應知 8 則、論文 16 忌、用

筆 8 則、換字法、拼字法、矣字用法、也字用法等，後 4 章又可以歸納為「用

字四法」。 

《畏廬論文‧流別論》，全文約 12000 言，由辨騷、詮賦、頌贊、銘箴 、

誄碑、哀悼、史傳、論說、詔策、檄移、章表、書記等等組成，乃隱栝《文

心雕龍》與《古文辭類纂》加以說明，論述各文體的淵源、流脈、功能、語

體、風格、創作規則、代表作家作品等等。 

四、〈流別論〉從〈辨騷〉到〈史傳〉對《文心雕龍》文體論的傳承、補充

與發展 

〈流別論〉的文體名稱全來自《文心雕龍》，又借鑒了《文心雕龍》的

觀念與架構。同時，〈流別論〉將文體分成 12 類，近似於《古文辭類纂》文

體的 13 類。林紓與桐城諸人同樣取法《左傳》、《史記》、唐宋八大家，從

此可以看出，林紓的古文論體系與《文心雕龍》、桐城派古文論關係匪淺。 

(一)「文體」義界 

林紓在《文微》開宗明義說：「文須有體裁，有眼光，有根柢。……讀文

先看體裁。」 9因此他特別在《畏廬論文》專立〈流別論〉一章探討文體，強

調辨體的重要性。 

文體含義廣泛，且用法不同。文體大多指文類(文學的類別)，如《文心雕

龍》分文體為 35 類，南朝梁蕭統云：「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既

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案：同類作品則以時代先後為序)。」

(《昭明文選‧序》)除詩賦外，將散體分成 36 類。 

再如劉勰《文心雕龍‧體性》云：「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

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

靡。」 10此處之「體」則指文章風格。除此之外，文體還有作家風格、文章結

構、氣勢等意涵。 

《畏廬論文‧流別論》討論的文體論屬於文類，即古文學的類別，特別

聚焦於散文而言。 

《文心雕龍》從〈辨騷〉以下文體論有 21 篇討論 35 類文體(每篇分論一

                                                 
9 《文微‧通則第一》，收入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市：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7 冊，頁 6529。 
10本文所引用《文心雕龍》的內容一以張立齋，《文心雕龍註訂》(臺北市：正中書局，

1981 年)為準，因此不詳注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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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或兩三類文體)11，晚清《古文辭類纂》將文體簡化為 13 類，至於〈流別論〉

更簡化為 12 類，對文體做出既合理又簡約的歸類與詮釋。 

(二)從〈辨騷〉到〈史傳〉文體論考釋――〈流別論〉對《文心雕龍》文

體論的承與變 

綜觀其篇次、篇名、文體概說，林紓常沿用劉勰之說，其行文體例亦取

法《文心雕龍‧序志》云：「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

以舉統」的綱領，對每類文體必考其源流、釋其名義、舉其名篇、敘其法則。 

然而本節還梳理了〈流別論〉從〈辨騷〉到〈史傳〉諸篇對《文心雕龍》

文體論的繼承、流變與補充說明。 

1.〈辨騷〉 

林紓〈辨騷〉討論的重點在情感的真實，他引用《文心雕龍‧辨騷》的

「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說這兩句話是「真知騷者也」。 

他接著扣緊「朗麗以哀志」的《九章》，舉當中的〈惜誦〉與〈涉江〉

做說明。文引〈惜誦〉從「忠何罪而遇罰兮」到「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

呼又莫吾聞」，林氏說：「其曰莫之白、曰莫察、曰無路、曰莫吾聞，積遝

而下，不外一意，胡以讀之不覺其遝，由積愫莫伸，悲憤中沸，口不擇言而

發，惟其無可伸愬故遝，惟遝乃愈見其衷情之真。」又引〈涉江〉從「哀南

夷之莫吾知兮，思余濟乎江湘」到「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

林氏說：「此一段真所謂述離居、論山水、言節候，悉納於小小篇幅中矣。

夫惟朝廷之莫己知，遂涉江而逝，然秋冬之風撲面，回顧國都，已在蒼蒼莽

莽之中。秋水漫天，楚江日暮，自枉渚至辰陽，初無托足之所，……不特此

身不可安頓，即此心亦寧有安頓之處？……不待讀涉江全文，只此小小結構，

靜中思之，在在咸足悲梗。」具體引文說明後下一結論：「乃知騷經之文，……，

有是心血，始有是至言。」 

接著又以情感真不真實來詮衡騷文：「賈誼、劉向作惜誓，皆有所感，

故聲悲而韻亦長。」「後人引吭佯悲，極其模仿，亦咸不能似。」他說後來

寫騷者只有柳宗元得其相似：「惟屈原之忠憤，故發聲滿乎天地；惟柳柳州

之自歎失身，故追懷哀咎，不可自已，而各成為至文，即劉勰所謂真也實也。」 

這是林紓針對「騷體」重在情感的真實，對《文心雕龍‧辨騷》作出極

                                                 
11范文瀾在〈原道〉注二，「文心上篇分類表」，將卷一的〈辨騷〉併入劉勰文體分類

的範疇。見氏著，《文心雕龍注》(臺北 市 ： 臺 灣 開 明 書 店 ， 1968 年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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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發明與補充。 

2.〈詮賦〉  

〈流別論‧詮賦〉云：「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寓志也。」通過

解釋「賦」的含義是「鋪陳」，確定了賦的體制特點在於「鋪采摛文，體物

寓志」，林紓說前句偏重賦體講、後句偏重賦旨言。〈詮賦〉接著說：「其

發源之處，實沿《三百篇》而來，至《楚辭》出，局勢聲響始浩大而激楚。」

此即《文心雕龍》所說的：「受命於詩人，而拓宇於楚辭也。」賦體淵源自

《詩經》與《楚辭》，因此林紓總結賦的語體有「以騷為體」和「以對偶排

比為體」兩種。然後他注出先秦到兩漢的 10 位傑出賦家，從釋名、討源、題

選名家，都是沿襲《文心雕龍》。 

雖然賦在形式上，「鋪采摛文」、「極於雕畫」，但林紓特意揭明賦體

以「諷諭頌揚」為主要的旨趣。他說，班固〈兩都賦〉與張衡〈兩京賦〉美

好的程度彼此相當，主要是這兩位作者的志趣都主張定都東邊的洛陽，而兩

篇賦文雖然極力描摹西都長安的侈靡妍華，實則適與東都洛陽典禮制度之美

作為對比，旨在取洛陽遠長安，所以雖「頌揚而實諷諭」。後來左思的立場

和班、張一樣，因此左思〈三都賦〉：「力排吳蜀，中間貫串全魏故實，語

至堂皇，以魏都中原，晉武受禪，即在於鄴，此亦班、張二子之旨。」通過

對代表作品的精闢解說，明白說明何謂「諷諭頌揚」的技巧，增補了《文心

雕龍》內容的過於簡略。 

其他大賦還有漢朝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揚雄的〈甘泉賦〉、

〈羽獵賦〉，王延壽的〈魯靈光殿賦〉，晉朝木虛的〈海賦〉，郭璞〈江賦〉，

這些都是賦中英傑。 

除了大賦之外，另有一種「草區禽族」、「庶品雜類」中「極雕鎪組織」

的小賦。林紓順及賦體到了六朝以降多小品，雖然內容過於瑣碎，描寫過於

纖密，但是仍然有不少「麗詞雅義」的佳作。在六朝的賦作中，林紓 推崇

庾信〈哀江南賦〉出自「亡國大夫之血淚」，是情感真摯之作。 

到了宋、清兩朝：「宋人以賦取士，破題竟有定格」、「先朝館賦，格

律較嚴，然多以詩句命題。」至於民國廢除科舉，連帶地賦作也成為絕響。

以上補充了《文心雕龍》所未及的南梁以後賦史的發展。 

3.〈頌贊〉  

林紓在〈頌贊〉篇開宗明義云：「頌者，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

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頌之為言容也，贊之為言明也。」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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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歎助辭」、「唱拜為贊」、「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頌」為舞

歌聲容之文辭，「贊」為歌功頌德之作。就「頌」而言，態度誠敬謹慎如銘

文，但又有別於銘文的勸誡；敷寫似賦，但又有別於賦的鋪陳誇飾。「贊」

體起於對人事的獎勵、讚歎，文字貴簡短、忌冗長，以言簡盡情為要點。簡

言之，〈流別論〉對於「頌」、「贊」兩體的名義與寫作要領，完全本於《文

心雕龍》。 

其次，林紓說明「頌」、「贊」兩體的源流正變。「頌」由「容告神明」

的美聖德、述形容而「頌顯揚人」而「覃及細物」，後代甚至用為刺譏，無

有頌揚，流為訛變。「贊」由「嗟歎助辭」而「唱拜為贊」而「託贊褒 貶 」，

東晉郭璞注解《爾雅》，不管動物、植物都寫了贊，內容兼有褒貶，也是一

種變體。〈流別論‧頌贊〉「原始以表末」的做法顯然法式《文心雕龍》。 

林紓接著舉韓愈〈元和聖德詩〉為例，本詩以四言體，間雜古樸、厚重、

莊嚴的「頌」體來歌頌唐憲宗的聖德(案：頌體「敷寫似賦，敬慎如銘」)，但

部分內容描寫腰斬叛黨、寸剮首惡的場面，刻畫精細，使人怵目驚心，這是

因為韓愈目睹了俘囚伏幸，忠憤之氣振筆直書，傷於雅正，不期「失體」，

而非他的文章不能雅馴。以上補充了《文心雕龍》未論及的唐代頌體的訛變。 

至於贊體，林紓說：「不能過長，意長而語約，必務括本人之生平而已。」

這是小異於「頌」之處。對於贊的體制，說得比《文心雕龍》的「促而不廣，

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還要簡淺，

容易明瞭。 

相較於《文心雕龍》，林紓對於「頌」、「贊」兩體的創作技巧有更精

闢的解說。他提出「頌」、「贊」多以四言作結，風格鎮歛、古雅純正，所

以取材要「賦色於子書」；想嚴謹巧妙用字，就要「精於小學」。在實際創

作時，要注意句子的變化與照應，避免艱澀、險惡、深晦、俚俗，運用散文

的句法使文章古雅有變化，「運以散文之杼軸，就中變化」，而不至於呆板。 

4.〈銘箴〉  

林紓在篇首說：「箴全禦過，故文資确切；銘兼褒贊，故體貴弘潤。」

續引臧武仲之論「銘」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一本乎《文

心雕龍》。 

接著以蔡邕褒揚漢將橋玄守邊武功的〈黃鉞銘〉詳加說明，〈黃鉞銘〉

辭曰：「帝命將軍，秉茲黃鉞，威靈振耀，如火之烈。公之在位，群狄斯柔，

齊斧罔設，人士斯休。」《文心雕龍》僅以「吐納典謨」籠括，而林紓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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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周詳，大大補充了《文心雕龍》的意思，他說雖然〈黃鉞銘〉用語很平常，

但是神骨極超眾，賦色極古澤，比如「斯柔斯休」兩句表面看起來是輕輕帶

過，但隱含無數安定邊疆的武略在其中。林氏又對〈黃鉞銘〉部分序文：「眎

事三年，馬不帶鐵。弓不受彄，是用鏤石，作茲征鉞，軍鼓陳之東階，以昭

公文武之勛焉。」12下一「簡古」好評，無怪乎〈黃鉞銘〉獨冠古今！至於〈朱

穆鼎銘〉 13、〈東鼎銘〉、〈中鼎銘〉、〈西鼎銘〉 14，後三銘乃《文心雕龍》

所未提及，林紓認為以上這四銘通體作散，只能當成碑文來讀。 

《文心雕龍》說班固〈封燕然山銘〉「序亦盛矣」，林紓進而討論銘文

內容：「鑠王師兮徵荒裔，剿兇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亙地界，封神邱兮建

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銘辭採用｢●●●●兮●●●」的句法，類於楚辭，

卻有「聲沉韻啞」的效果，與銘的體制要求「典重」吻合。 

韓愈得到了這個「省略語氣詞兮字 7 字句」的法門，為人寫墓誌銘，比

如〈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銘辭：「再鳴以文進塗闢，佐

三府治藹厥蹟。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絕瑕謫，甲子一終返玄宅。」 15雖

然字句類似七古詩體，但每句屢用頓筆，「令拗、令蹇、令澀」，就有別於

古詩的句法，「不期沉而自沉，不期啞而自啞」，達到「聲尤沉而啞」的效

果，讀者不妨留意巧妙變化 16。銘文本來是表揚德業，由刻銘處的不同而有器

物銘、山川銘和碑銘，後人「無德可稱而亦稱之」，像是「神道、阡表、墓

誌」在後代作家的文集中都有不少，墓誌銘即後世所增益，這就進一步補充

銘體的流變軌跡。 

林紓說：「箴者，攻疾防患，喻鍼石也。」箴起於三代，用來規勸告誡 ，

防備過失，歷經漢魏晉而逐漸式微，此皆本諸《文心雕龍》。他接著分析了

六朝以後箴體的特殊代表作，比如韓愈〈游箴〉、〈言箴〉、〈行箴〉、〈好

惡箴〉、〈知名箴〉等五箴，表達他對自己懷才不遇，屢遭排擠打擊的深沉

                                                 
12蔡邕，《蔡中郎集》(臺北市：中華書局，1966 年)， 卷 1，頁 10-11。 
13同前註，卷 1，頁 17-19。 
14同註 12，卷 1，頁 8-10。 
15羅聯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彙輯》(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3 年)，第 3 冊，頁 2643-2658。 
16林紓云，｢再鳴以文」是一頓，謂由進士書判拔萃出身者；｢進塗」之下用一｢辟」字，

此狡獪用法也。｢佐三府治」又一頓；｢藹厥跡」句以｢藹」字代｢懋」字，至新穎。｢

郎官郡守愈」五字又一頓；其下始著｢著白」二字，是文體，不是詩體。｢洞然渾樸」

四字作一小頓；｢絕瑕謫」三字，即申明上四字意。以下｢甲子一終」則順帶矣。句僅

七字，為地無多，屢屢用頓筆。見《畏廬論文》(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78 年)，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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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嘆，文字確切，無一點虛枵；又舉了程頤之簡樸無華的〈視〉、〈聽〉、

〈言〉、〈動〉等四箴；還有曾國藩〈立志〉、〈居敬〉、〈主靜〉、〈謹

言〉、〈有恆〉等五箴，在四言中雜以長短言的使用，奇特有變化。以上補

充了箴體的流變軌跡。 

5.〈誄碑〉  

本篇開端：「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碑者，埤也。上古

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關於｢誄」、｢碑」的界定與《文

心雕龍》同乎一轍。 

但林紓對劉勰之論也有補充。劉勰說誄文始於周朝，但並未明確指出

早的誄文作品，林紓則明白指出《左傳》當中的兩篇誄文：魯莊公〈誄縣賁

父〉、魯哀公〈誄孔子〉，為此體之濫觴。 

其次，林紓選篇分析誄的句法結構說：「四言實通用之體」，然而也「不

盡出於四言」，比如魯哀公〈孔子誄〉：「旻天不弔，不憗遺一老，俾屏余

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與〈柳下惠誄〉：

「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

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

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

諡，宜為惠兮。」都間雜著長短言，尤其〈柳下惠誄〉文辭哀悽而多情致，

今人創作哀辭則常常模仿〈柳下惠誄〉七言體，這是後代的變體。 

再者，劉勰認為潘岳誄文「巧於敘悲」而曹植「體實繁緩」，但對於二

者的一優一劣，並未展開論述。而林紓在〈流別論〉中則清楚說明為什麼潘

岳誄文「巧於敘悲」而曹植「體實繁緩」的原因。林紓舉了潘岳的〈武帝誄〉

部分的四句誄文「如何寢疾，背世登遐，遷幸梓宮，孤我邦家」17說戀恩之情，

溢於言表；又舉了〈楊荊州誄〉部分誄文：「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

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承諱忉怛，涕淚霑襟。豈忘載奔，憂

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 18之後曰：「自敘交

誼，不期沉痛。」這是因為潘岳「以深情為人述哀」才能把誄寫得哀惻動人。 

                                                 
17全名為〈世祖武皇帝誄〉，見潘岳著，王增文校注，《潘黃門集校注》(鄭州市：中州

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195-196。 
18見蕭統編，李善等注，《增補六臣注文選》，(臺北市：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0 年)，

第 56 卷，頁 1043-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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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曹植為悼念曹丕寫的〈文帝誄〉 19，在 1200 多字中只有寥寥

數語提到文帝，其他都是「自陳己事」，這就失去誄體「緣情抒哀」的本質。 

潘岳除了創作〈武帝誄〉、〈楊荊州誄〉之外，還有〈馬汧督誄〉20、〈楊

仲武誄〉 21等篇，前文「琢句奇麗」、「悲憤有餘音」；後文「夾敘風物，觸

目成悲」。藉由對誄文大家潘岳等 4 篇作品的點評，指導後學寫作誄文的要領。 

林紓接著說，六朝誄文多有韻，唐宋誄體多散行，「韓退之之於歐陽詹，

柳子厚之於呂溫，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而名不同，迨宋，南豐(曾鞏)、東

坡(蘇軾)諸老所作，則總謂之哀辭焉。」(明朝吳訥《文章辨體》)22哀辭終於取

代了誄辭的地位。 

至於碑體，林紓就《文心雕龍》推首的蔡邕碑文，選擇〈郭有道碑〉與

〈陳太丘碑〉詳加品評。《文心雕龍》僅說：「陳、郭二文，詞無擇言」，

而林紓進一步讚美〈郭有道碑〉 23說：「氣韻至高，似鼎彝出於三代，不必極

雕鐫之良，而古色斑斕，望之即知非晚近之物。」對於〈陳太丘碑〉更加意

點評，說該碑有三，第一碑〈陳太丘碑〉 24：「歎功述行，碑中敘太丘事，似

遺愛碑。」第二碑〈陳太丘廟碑〉比較簡約 25，而墓碑即〈文範先生陳仲弓銘〉

26：「 著意，敘太丘生平文，渾穆雅健，使元明人恣意模仿，終形其傖。」

又舉了唐朝韓愈的〈平淮西碑〉與〈南海廟碑〉、元朝姚燧的碑文。雖然張

養浩與柳貫對於姚燧的碑文再三推許，但是兩相比較之下，韓愈碑文「步步

凝歛」，而姚燧的碑文「少溫純古穆之氣」，補充批評唐朝以後碑版文字的

代表作家作品。 

論述作品之後，再闡述寫作碑文的原理，舉出碑體的語體、聲韻、風格、

句法說：「大抵碑版文字，造語必純古，結響必堅騫，賦色必雅樸，往往宜

長句，必節為短句，不多用虛字，則句句落紙，始見凝重。」這是「敷理以

                                                 
19曹植著，劉殿爵、陳方正、何志華主編，《曹植集逐字索引》收入《魏晉南北朝古籍

逐字索引叢刊‧集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九種，頁 84-87。 
20同註 18，第 57 卷，頁 1051-1055。 
21同註 18，第 56 卷，頁 1046-1051。 
22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臺北巿：長安出版社，1978 年)，頁 53-54。誄辭與哀辭，寫

作上都要緣情抒哀，但是誄辭用在王侯將相，哀辭用在夭死者，宋代以後多用哀辭統

稱之。 
23全名為〈郭有道林宗碑〉，同註 12，卷 2，頁 1-2。 
24同註 12，卷 2，頁 5-8。 
25同註 12，卷 2，頁 8-9。 
26同註 12，卷 2，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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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統」，指示碑文的寫作原則。 

林紓還總結了後代碑文風格的流變：「漢文肅，唐文贍，元文蔓。」元

朝連政府機關的一般應用文書都使用碑文，違反碑文 早乃是｢上古帝皇」才

能用碑版文字｢樹石埤岳」的敬慎。 

6.〈哀弔〉  

對於「哀」、「弔」體，林紓沿用了《文心雕龍》的說法，而云：「哀

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奢體為文，則雖麗不哀。弔者，至也，言

神至也。」悲哀確實充滿心裡，用哀辭表達，哀辭的文字切忌浮誇華麗；弔

文是賓客對治喪主人的慰問，基本上以「到來」作為安慰的言詞。 

再談哀辭的應用範圍是短命而死者 27，它不像誄辭累述死者生前的功德加

以表彰，對象多屬王侯將相，王侯將相過世不得用哀辭。 

接著，林紓舉出了《文心雕龍》高度評價的潘岳哀文〈金鹿哀辭〉與〈為

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 28，這兩篇哀文寫的對象一是潘岳的幼子，一是任

子咸的孤女，前者哀悼自己的孩子，自有其情，故寫來感人至深；後文也是

因為感於一個少婦(案：任子咸妻為潘岳妻妹)在不到 3 年的時間，先死了丈夫、

又死了 3 歲出頭的女兒，受到情感的激盪，才下筆有情。 

至於唐宋，韓愈寫了〈獨孤申叔哀辭〉29與〈歐陽生哀辭〉30，前文哀悼年

紀輕輕還尚未歷練社會的獨孤申叔；後文哀悼父母還健在、離親遠宦、夭死

異地、雙親未在身邊的歐陽詹。宋朝曾鞏〈王君俞哀詞〉 31說王君俞死的時候

才 26 歲，「有老母在，且孝，而不昌其年，此所以可哀也。」韓、曾輩仍遵

守哀體法式，這是林紓對《文心雕龍》的補充。 

林紓進一步舉了兩位明、清名家「失體」的哀文為例，比如明朝歸有光

的〈御史中丞李公哀辭〉32，李公當到了御史中丞，而且過世時年壽已非夭昏；

清朝方苞的〈哀蔡夫人〉，文辭肅穆無味，不能傳達哀痛的深情，兩者都是

                                                 
27〈歐陽生哀辭〉校注 1，引《文章流別論》云：｢哀辭者，誄之流也，……，率以施之

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哀辭之哀，以哀痛為主，緣以嘆息之辭。」見羅聯添編，《韓

愈古文校注彙輯》(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3 年)，第 2 冊，頁 1512-1521。 
28同註 17，頁 184-185、頁 188-189。 
29韓愈，《韓昌黎集‧文集》(臺北市：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頁 178-179。 
30同註 27。 
31曾鞏，《元豐類稿》(臺北巿：世界書局，1963 年)，卷 41，頁 6-7。 
32歸有光，《震川先生全集》(臺北巿：世界書局，1960 年)，頁 356-357，收入《中國

文學名著》第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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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的流變了。 

林紓認為，唐宋明清以來，韓愈的哀辭寫得 好：｢至於辭中之哀惋與否，

則子固、震川皆不長於韻語，去昌黎遠甚。」林氏接著發揮《文心雕龍》說：

「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

泣。」他認寫作哀辭的要領是：「既以情勝，尤以韻勝。韻非故作悠揚語也，

情贍於中，發為音吐，讀者不覺其緜亙有餘悲焉，斯則所謂韻也。」 

在弔體的部分，林紓舉賈誼〈弔屈原文〉、揚雄〈反離騷〉與蔡邕〈弔

屈原文〉，說這三人與屈原都是不得志於當時，以弔屈原來抒發內心的抑鬱

不得志。他又批評東漢胡廣〈弔夷齊文〉、阮瑀〈弔伯夷文〉這兩篇沒有寄

託情志、徒然表現文采而已。西晉陸機〈弔魏武帝文〉，序文雖然寫得很好，

但弔文本身不能夠完全把內心的感情表達淋漓盡致 33。 

選文定篇之後，林紓總結了創作弔文的原理原則：「蓋必循乎古義，有

感而發，發而不失其性情之正，因憑弔一人，而抒吾懷抱，尤必事同遇同，

方有肺腑中流露之佳文。」強調憑弔的對象與作者有相同遭遇的話，流露出

真感情，才是成就一篇弔文佳作的內在質素。 

7.〈史傳〉  

林紓在〈流別論‧史傳〉一節，論述史書的專傳流變，非常精闢。他並

未做考鏡本源的功夫，而是直接訓示名義，且只標舉《史記》名篇與《文心

雕龍》理論互相發明， 後指示撰寫史傳的法則。 

林紓沿用《文心雕龍》的說法：「傳之為言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

「史傳」的「傳」，原本是解釋經書的主旨意趣，將經文的旨意轉授明示後

學，《左傳》記事解釋《春秋》經旨，這樣就把「傳」和「史」結合了，但

是它的文字簡約，對於人物、姓氏、宗族的交代不清楚，到了司馬遷創作《列

傳》，才開始區別各個人物詳細論述，方便閱覽，把從編年體解釋經文的「傳」

轉化成史書的「列傳」，開啟後來正史的傳體。《文心雕龍》因此認為史傳

必須：「依經以樹則，……必附聖以居宗，然後詮評昭整，苛濫不作矣。」

但是林紓在本節並不就「依經附聖」展開論述，而是對史家記事的體例、筆

                                                 
33按照林紓的想法，弔古或頌揚古人的文字，皆應當有所託志，誠如其《韓文研究法》

云：｢(韓愈)《伯夷》一頌，大致與史公同工而異曲。史公傳伯夷，患己之無傳，故思

及孔子表彰伯夷，傷知己之無人也。昌黎……見得伯夷不是凡人，敢為人之不能為，

而名仍存於天，而己身自問，亦特立獨行者，千秋之名，及身已定，特借伯夷以發揮

耳。」《韓文研究法》(上海市：商務印書館，1933 年)，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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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出見解。 

林紓引用《文心雕龍‧史傳》而稍微異動其中少數文字說：「事遠則同

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疏，斯固總會之為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

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總會之難」的

部分，他舉出清朝邵泰衢《史記疑問》提到〈功臣表〉中，呂澤於漢太祖 9

年已經過世，卻又出現於漢太祖 11 年的〈留侯世家〉34。又舉葉榮甫說《史記》

誤一人為二人，比如闞止、子我同一人 (見《左傳‧魯哀公六年》杜預注及《史

記‧齊世家》賈逵注 )，《史記》於《田氏完世家》竟然說：「子我者，闞止之

宗人。」又說：「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闞止。」諸如此類，梁玉繩《史記質疑》

還有不少的案例，這就是「總會之難」。在撰寫史傳的過程中，由於年代久遠，

記述有同有異，難與事實密合；事件日久雜積，從頭到尾難免會產生疏漏。 

至於史事的布局分配，林紓首推司馬遷的創作，能夠對紛紜駁雜的史料

駕馭得法。「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

他舉《史記‧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將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四個人

的合傳詳加說明。這四個人都是劉邦手下能征慣戰的將領，司馬遷既注意到

同中之異，也注意到異中之同。例如，他們四個人都為大將，這是相同點；

但是他們所帶領的兵種不一樣，這是相異之處，因此司馬遷為了眉目清楚，

以不同的筆法來描寫這四個人。寫樊噲，用「先登二字，以表異噲之功」，這

是因為樊噲率領步兵，攻城野戰，多次率先登城，四人當中，樊噲 勇敢，

所以用「先登」來區別其他三人。談酈商，用「每從征，必領以官銜」，這是

因為酈商帶領將士四千多人投歸劉邦後，酈商多次參與戰爭，劉邦都會封給

他官銜。講夏侯嬰，他率領戰車部隊，長期擔任「太僕」一職，一直到劉邦

去世後，又以太僕侍奉漢惠帝，所以司馬遷「以太僕為全傳耳目」。論灌嬰，

灌嬰作為當時 為年輕的大將之一，在楚漢相爭的關鍵時刻被任命為騎兵將

領，史公用「所將卒」來表異灌嬰帶領部下將士們南征北戰的功勳。以上四

人合傳的寫法，即林紓所謂的「序事能各判其人，此謂因事設權者也」！ 

辨析佳作之後，林紓認為寫作史傳法則，總的來說：「記事之作，務取簡

明，凡局勢之前後，宜有部署；有前後錯敘而眼目轉清，有平鋪直敘而文勢

反窒；則熟取《史》、《漢》讀之，自得制局之法。」所謂記事「簡明」、「前

後錯敘」、「平鋪直敘」等，既是具體文法，又是普遍適用的原則，相較於劉

                                                 
34邵泰衢，《史記疑問》(合肥市：黃山書社，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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勰論史傳文學時所謂「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

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眾理可貫」之論，則更為具體明確。 

「傳」到了後代，開枝散葉，分出了記錄人物的「傳」體與敘述事蹟的

「記」體，甚至零碎地記人記事的單篇，也叫做「傳記」。比如韓愈〈圬者

王承福傳〉35，以一泥瓦匠的言談事蹟寄託諷刺人生道理；韓愈〈毛穎傳〉36與

柳宗元的〈宋清傳〉 37，都以虛構的人物寄寓諷刺。〈宋清傳〉記錄了唐代京

城藥商宋清的經營活動與經營理念，文末還傳達了作者的人生思想，這些都

是傳體後來的流變了。 

五、結論 

《畏廬論文‧流別論》不僅繼承《文心雕龍》文體論，更進一步標舉

具代表性的名篇詳細解說，歸結出各文體切實的寫作方法與原理原則，甚至

在同一文體中不憚繁瑣地舉例分析個別作家作品的優劣得失，引導後學揚長

避短，順一己之才性所宜而適性發展，的確在很大程度上補充了《文心雕龍》

文體論的不足。比如林紓舉出班固、張衡、左思的京都賦，説明什麼是「頌

揚」而實則「諷諭」。潘岳誄文之所以比曹植的〈文帝誄〉來得「論人若可

覿，道哀如可傷」，因為前者「為人述哀」、後者多「自陳之辭」。又以韓

愈、曾鞏與歸有光、方苞的哀文做對照，説明哀文適用於幼弱夭折者，情辭

悲痛，倘若不然，則為失體。 

值得一提的是，〈流別論〉更關注文體在六朝以後的發展，比如〈辨騷〉，

柳宗元的賦作多抒發牢騷，雖不以「騷」名，實則為「騷體」。〈詮賦〉補

充唐朝以後科舉以賦取士，律賦於焉形成，「格律較嚴，多以詩句命題」或

「破題有定格」。〈頌贊〉舉韓愈〈元和聖德詩〉當中懲治叛黨的文字，不

僅違反頌美聖德的原意，反而讓讀者讀來怵目驚心，流於失體。〈銘箴〉說

韓愈模仿〈封燕然山銘〉來寫墓誌銘，卻能創新、巧妙變化。墓誌銘是後世

增益的銘體，在《文心雕龍》時代尚未出現。〈誄碑〉中解釋唐宋以後，尤

其是宋朝以後，誄辭漸衰，哀文居多。〈史傳〉原來多就史書的「傳」體討

論辨析，林紓則進一步指出，後代單篇紀人事的文體也稱「傳」，在唐代以

後屢見不鮮。  

                                                 
35同註 29，頁 30。 
36同註 29，頁 325-327。 
37柳宗元，《柳河東集》(臺北市：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年)，頁 30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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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文體在流變中其審美風格也會依照實際情況的不同而發生變化，

比如｢碑文」，漢朝、唐朝、元朝的碑文各有其風格：肅、贍、蔓，元朝甚至

用碑版文字寫機關文書。  

撇開規矩或體式不論，〈流別論〉強調創作者要情贍於中、緣情而發，

作品才能感動人心。屈原心中至誠至切，發為《離騷》言辭複沓，卻使讀者

不覺其複沓；潘岳「以深情述哀」，他的誄文、哀辭悱惻，動人悽楚。庾信

〈哀江南賦〉，歷敘家世、羈旅北國、鄉關之思，震驚當時文壇。不管是賈

誼、揚雄、蔡邕或柳宗元，藉古人遭遇抒發一己懷抱，誠然出自肺腑。而東

漢胡廣憑弔古人的文字，自身沒有特別的感受，也沒有類似的遭遇，因此情

采不能相稱。｢情真」、「有是心血，始有是至言」這個觀點，千古一同，而

在〈流別論〉則不厭其煩、再三強調。 

雖然，有不少學者正面肯定了《畏廬論文》文體研究的成就，然而〈流

別論〉所提出的體式與法度，也會造成古文更加保守，未必適合風雲變幻的

新民國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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